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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久以来，“无为而治”一直被认为是道家专属观念。实则不然，先秦时期的“无为而治”是作为中国

传统学派最高程度的政治理想而存在的。道家、法家，以及儒家都以此作为最高政治追求。本文从先秦

儒家思想入手，立足于《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文献，阐发“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追溯“无

为而治”思想的历史性起源，寻找“无为而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最终阐释这一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

具体表现，即无为而无多为的辩证性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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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ul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Taoist concept. In fact, in 
the pre-Qin period, “ruling by doing nothing” existed as the highest political ide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ol. Taoism, Legalism, and Confucianism all took this as their highest political pur-
sui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based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ncius, 
Li Ji and other classic literature, expounding the thought of “rul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rac-
ing back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ruling without doing”, looking for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the thought of “ruling without doing”, and finally explaining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thought in practical activities, that is, dialectical inaction without doing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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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久以来，“无为而治”的观念一直被认为是道家的专属。实则不然，先秦时期的“无为而治”是

作为中国传统学派最高程度的政治理想而存在的。道家、法家，以及儒家都以此作为最高政治追求。《尚

书·武成》中“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1], p. 295)。”有“垂拱而治”的说法。“垂拱而

治”作为一种治道方式，始于远古时期，是“无为而治”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 

2. 无为而治的历史性溯源 

据载黄帝，尧虞舜和夏禹以及周之先王都是实践“无为而治”这一治道理念的典范。《周易·系辞

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尚书·武成》载周武王曰：“惇信民义，

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1]。”《尚书·毕命》载周康王曰：“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1], p. 522)。”
可见，儒家“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有其悠远的历史渊源，同时诸多上古圣君“无为而天下治”的成功

案例，佐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 p. 160)。”此处

是“无为而治”这一观点的首次明确提出，在这里，“无为而治”的对象是虞舜。舜“恭己正南面”而

天下治，杨伯峻《论语译注》中，“恭己正南面”解释为：“庄肃端正地坐朝廷”。《论衡·语增篇》

有记载：“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3], p. 340)。”《论语·泰伯》中也

有相关内容：“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2], p. 83)”。此处着重强调舜的治理方式为“任贤使能”，在《尚

书·益稷》当中，就有舜之于贤能的相关描述：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

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

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4], pp. 96-108) 

此外，《史记·五帝本纪》中对于舜举贤才任能人有较为明晰的记载： 

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

分职……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5], p. 36) 

一方面，舜无为而天下治的治理方法在于“任贤使能”，任命贤俊以管制，使有才能之人为国家的

治理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恭己正南面”也是舜的治理方式，即发挥统治者职能，在位期间能够广举

贤才，朝廷多能人，乡野无遗贤，固然可以“恭己正南面”“垂拱而治”。 
除舜之外，另一无为而治的典型案例就是尧。《论语·泰伯》有言：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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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 p. 82)这
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内容中窥见一二。“则天而行”正暗含了

尧效法天道，任物之自然的意味。“唯天之大，唯尧则之。”[2]据《尚书·尧典》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4], p. 77) 

正是尧“则天而行”，才能做到“允恭克让”“克明俊德”，达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盛况，以至于最终做到“无为而天下治”。从现存典籍中我们不难

发现“则天而行”这一治道理念近乎贯穿了尧的治政生涯。《六韬·盈虚》中有记载：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

宫垣屋室不垩，遵棉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梁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

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尧王天下之时”的所用所为，直观地看到尧如何向天学习。不仅如此，据《孟

子·万章》载：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6], p. 643) 

《孟子》认为尧让天下于舜，也是则天而行的结果。可见，尧的“无为而治”在于“则天而行”。

效法天道，任物自然，孟子认为向天学习，是人能够做到的至高境界。 
“天”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素来就有极高的地位，儒家的“天命”观念就是对这一概念的

集中表达。仅在《论语》中“天”就被反复提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2], p. 123)。
这里的“天”对于自然人事拥有绝对主宰权力，天无为而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先天既定的一套

运行准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2], p. 185)。可见“天”

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中高度神圣的地位，以“则天”来概括尧的治理之道，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对于尧则

天而行，无为而治的推崇；另一方面，将“无为而治”与“天”的概念联结为一，赋予了无为思想形而

上的合理性依据。 

3. 无为而治的形而上依据 

在殷商时期，对“天”的崇拜已经存在，在当时，“天”是被明确赋予了人格化属性的。目前出土

的商代甲骨文大部分是卜辞，从其内容来看，“帝”字的出现频率极高。以单字“帝”或结合天干以尊

称先王为主，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之进展》中提到：“《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

称之为天([7], p. 4)”。自后世商代民间甲骨内容的相继出土，我们发现“天命”的概念也早在商代便形

成了。据此，晁福林指出商代的“帝”是对“天”的神化表达。总而言之，“天”这一概念在商代已经

受到人们的崇拜这一观点确信无疑。 
而自周以来，“天”与“帝”的概念得到进一步融合，以“天”为主体的“天道观”或言“天命轮

回观”被确立起来。《尚书·牧誓》明确提到：“恭行天之罚”([1], p. 286)的观念，一方面“天”被赋

予了人格化属性，掌管赏罚生杀。另一方面人(此处特指圣人)被赋予特权，唯有有德行的圣人可以上达天

听而下顺民愿。儒家在寻求“无为而治”合理性依据的过程中，在遵循“天意”性至上的同时加强了“民

意”对“天意”的参与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天意与民意合二为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

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1], p. 277)。形而上的“天”与形而下“人”形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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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自此，“天”–“人”–“政”的相参相化关系正式建立，形成一种颠簸不破的三角稳定关系。 
儒家“无为思想”的天人理论依据可以具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探讨。 
一是天性至高无为。“天”的至高性体现在天地之间存在着先天存在的，运行不被的一套既定法则。

《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在这样一套既定法则中天具有其

至高性，无为而无不为，自然人事，消息相随都在天的掌控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于此句有言：

“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8], p. 168)。” “不待言而可见”正是天“无

为而治”的体现，冯友兰认为亦可作“能言不言”理解。《荀子·天论》中也不乏对天性无为的表达“列

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

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9], p. 302)。” “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而辍广([9], p. 304)。”

都是对于天性至高而无为的表达。《礼记·哀公问》中对于“君子何贵乎天道也”([10], p. 1380)的问题，

孔子答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

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10], p. 1380)。”孔子认为“天道”的至高性体现在“天”主宰万物，任

万物之自然而不加入“天”的主观意识，这是儒家对于天道无为而治的完整性表达。 
二是人的基本属性来源在“天”，发展在“人”。《礼记·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8], p. 19)”。

即“天意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四书章句集注》) ([8], p. 19)。“天”具有至

高无上性，赋予万物以自性而不主动干涉。人生于世间，是定然无法摆脱“万物”这个基本范畴的，所

以人性必然也是天赋予的。在此基础上，人的发展并非沿袭既定的道路，而是在既定的规则范围内自由

发展。这就导致了先天之性有可能在发展中被人为损益，或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被后天之性蒙蔽。《孟子·尽

心篇》有言：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

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6], p. 332) 

朱熹认为：“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于天道，则不以是而有所加损也。”(《四书章句集

注》) ([8], p. 333)。人生于天地之间，有所好亦有所恶，然其所好所恶都属于外物范畴，不可因为外物的

原因对先天赋予的人性产生损益。 
“天”赋予人基本属性，但“天”不在其中进行干涉。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偏离其天

然之性。正如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2], p. 179)。如何减少后天发展带

来的偏差，儒家在《礼记·大学》中举出了“明明德”“新民”等相关方法，“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四书章句集注》) ([8], p. 4)。朱熹认为“明德”就是“天”赋予人的不昏不眛的先天

之德，先天之德为美为善，但被后天之事蒙蔽，故而要明之以葆其真。“新民”即是“日新”的功夫，

《礼记·大学》有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8], p. 6)”。朱熹认为：“能一日有以

洗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8], p. 6)。”先天

之德被后天之事蒙蔽，故而需要日日洗心以葆其新。一方面人的初始性是“天”赋予的，人在后天的自

我发展中会受多方面影响，逐渐偏离或蒙蔽先天之性。另一方面人需“明明德”来使自身不断恢复先天

之性。至此，“人”与“天”的关系便不仅仅是上位者与下位者的相对立关系，而是进入了“人性”来

源于“天性”并向“天性”不断学习的阶段。 
三是“天”与“人”相参相合。天道所在是形而上的道所在，人道所为是形而下的术何为，先秦儒

家无为而治的本质一定是运用到社会治理实践上的，故而单单寻求形而上的理论依据还不够，还要落实

到形而下的现实运用当中。一方面人是可以法天而行的，《论语·泰伯》有言：“唯天之大，唯尧则之”

[2]，尧可以“则天而行”正式“天人相合”的体现。包括《礼记·礼运》当中所提到的：“故圣人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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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10], p. 686)《礼记》认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原因在于将天地作为学习对

象，同样体现了人可以法天而行的观念。《中庸》中将“诚”作为人法天的途径，提出“天命之谓性”

[8]的思想总纲。认为“诚”是人法天的途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指出“诚”是人间的道，

是人能与天道相参的唯一途径，也是“人能配天”的唯一途径：“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

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到了《孟子》，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发

展，他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6], p. 509)。思诚可

以理解为顺天，人如果可以做到思诚顺天，那么“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 ([6], p. 882)。
所以天道与人道可以相参相摄，圣人不仅能够法天而行，更能够主动融入天道之中，亲和天道。正如《系

辞上》中所言的：“圣人以此洗心”最终达到“是以明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放。”的天人合一境界。 
至此，儒家无为思想的形而上之道正式落实到形而下之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天”的无

为，最终落实为现实意义的“政”的无为。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寻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依据。 

4. 无为而治的实践性要求 

既有远古圣君的成功案例，又有切实可依的理论依据。落实到实践活动中，“无为而治”将以怎样

的姿态呈现在社会治理中呢？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说的“无为而治”并非全然无为。与黄老学说“清静无为”“无为则无不为”

的思想观念是存在一定区别的。道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道”，其无为思想的根本性依据也是“道”。

《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1], p. 154)。而这里的“无为”显然比儒家思想中的“无为”更能

体现无的特性。其所追求的是将社会回复到“朴素”的自然状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11], p. 73)。在黄老著作中，都可以清晰看到，道家所追求的“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 p. 310)。  
与道家相比，儒家的治世理念向来注重“有为”，所以即便是将“无为而治”作为最高政治理想，

“有为”依然是“无为而治”思想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尧“则天”，向天道学习最终达到无为而天下

治；舜“恭己正南面”发挥统治者“任贤使能”的职能，以至“垂拱而治”。总而言之，先秦儒家的“无

为而治”实质上是“德治”。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何为哉？”其中的“为”说明孔子所讲的无为依然存在着

“有为”的一面，以有所为的途径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孔子认为做到“恭己正南面”则足以。其

中“而已矣”表示强调的语气，在《论语》中多次出现“而已矣”，且都表示强调。如《论语·里仁》

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 p. 38)。”与此处相同，态度绝对，宛如镇刀而立。所以“恭

己正南面”的“有所为”就全然满足实现“无为而治”的“有为”要求。 
“恭己者，修德于己也”，“南面”是对君王的代指。《文选·孙楚》中：“信能右折燕齐，左振

扶桑，凌轹沙漠，南面称王。”中国古代君王临朝坐北朝南，故而这里的南面也有对君王社稷的指称。

总而言之如何实现“无为而治”这一政治理想，就在于“德”的修行。君主修德于己，为政以德，实现

德治。 
对于君主而言，个人德行的修养是实现德治的必要前提。《礼记·大学》中有言：“君子有诸己而

后求诸人”([8], p. 10)。统治者致力于德行的修养，以德为天下之大本，以德为治国之达道。统治者自身

以德为行为准则，那么就建立了德行的标杆，以此来修正官员，闻于百姓。最终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好的

一面。“一言偾国，一人定国。”统治者的行为对于国家而言是极为关键的。《礼记·大学》中“修齐

治平”以修身为前提，进而延伸到家庭，国家的治理，先修身，而后推己及人。也就是《孟子》当中所

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 p. 86)统治者以自身为标杆，注重自我德行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43


杨靖龙 
 

 

DOI: 10.12677/acpp.2024.132043 284 哲学进展 
 

的修养，“子帅以正”那么“孰敢不正”呢？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德治”，始于统治者自身的“修德于己”。成于国家层面的“为政以德”。

我们可以从《论语》中找到相关文字。《论语·为政》有言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2], p. 11)这句话同样包含了先秦儒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孔子所说的北辰即是北极星，

其他众星围绕北极星运转，而北极星在相对状态下是佁然不动的。何晏在《论语集解》集包咸注中对词

句有明确解析：“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12], p. 2461)朱熹在注解“为政以德”时也

曾引用范氏的观点：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 
那么统治者如何做到“修德于己”就成了无论如何不可绕开的基础前提。从先秦儒家典籍中我们不

难发现，无论是君之德，还是臣之德，亦或者父子之德，都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的。《礼记·大学》中

关于“明明德”的具体方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8], p. 4)。”明德天予，

是先天赋予人的美好一面，故要明。明的要求除了使自身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以外，还要止于至善。显

然，“至善”是以礼乐制度为判定标准的，在儒家的价值观当中，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礼记·中庸》) ([8], p. 26)君子在自身所处地位上行使自己所奉行的道理，

不要求本位之外的东西。正如《论语》中所谓“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8], p. 81)。简言之，社会

中的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相对应的事情而不多为就是恭己的具体表现，人人如此就是“修德于己”

的具体操作方式，就能实现“德治”。 
孔子认为在礼乐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始于个人层面的“修德于己”，最终推广到社会层面的“道之

以德”，这个推进过程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在《论语·为政》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这一点：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 pp. 11-12)孔子认为与“礼”

相比“刑”是下策，“刑”即刑法制度，是已然之后的强制性手段；“礼”即礼乐制度，是未然之前的

预先性约束。在这里孔子将“齐之以礼”作为实现“德政”也就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有所为手段。秉

承“德治”原则，以“德治”来指导政治实践，修正群众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依旧保留必要的制度规范

——礼乐，所以“无为”并非全然无为，而是以礼乐制度为制度保障的无多为。对此，皋陶有极为清楚

的阐释：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

敬哉有土！ 

——《尚书·皋陶谟》([1], pp. 84-87) 

用五典五惇的约束使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进而使社会呈现敦厚的道德风尚，用礼乐规模

来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用“五服五章”来表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伍等，用墨、

劓、荆、宫、大辟五种刑罚处治五罪者。天道无为，且“天”本身是信仰的象征，不可能直接参与人事

的，而“上与下达”，天意与民意相通故人能代为治理。皋陶认为“天工人代”的行为准则分别是“五

典五惇，五礼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简而言之就是一套完备可行的礼乐制度。 
关于“无为而治”是否需要“有为”，孔子并未给出明确回答。但对于“为政”“为国”“为邦”，

孔子所提到的解决办法皆与“有为”相关。归而总之，儒家所认为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包含了一定

程度的“有为”方面，其中的实际内容就是在礼乐制度为基础保障之下的“无多为”。 

5. 结语 

总而言之先秦儒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落实到在理论上，依托于“天治”的至高性，“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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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操作性。在现实实践中，则以“德”为总纲，达到“修德于己”“为政以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先秦儒家的“无为而治”依然具有其“有为”特性。“无为思想”一体两面，实为辩证的“无为”，是

在礼乐制度为现实保障下的“无多为”。这一研究对于今后先秦儒家，以及先秦诸子哲学洞见的剖析具

有深远意义。一方面，拓展了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无为”思想可以作为儒道同根，

孔老同源的有力证据。道可谓也，未可名也。“君子和而不同”，先秦诸多学派思想不同，术法各异，

然其源流相通，大道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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